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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书风的尚法与尚意
钱陈翔
(厦门大学 艺术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0)
摘 要:唐代书法在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尚法”常与唐代书法联系在
一起，指其总体倾向是注意点画、章法、结构的法度。“尚意”则多与宋代书法相联系，通常指追求
意趣而不拘法度。但实际上，唐书既有理性之美，又有意趣之美。这既是它内在艺术规律在书法
创作中的运用和体现，也是多种思想文化共同发展的结果。从唐代书法名作中可以看出，唐楷注
重字形结构与笔法、章法，但呈现出的风貌却不尽相同;唐草豪放奔放，线条感强，但又遵循着书法
本身的规则。可见，唐人“尚法”而不拘泥于古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尚法”是倡导书家对书法技
法的完善，在现有的“法”上体现独特的意韵神采，也可以说是抒情尚意的体现，而非以法度束缚书
家的创作及情感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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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清代书法家梁巘在《评书帖》中写道:“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韵”是书画理论
中较为抽象的概念，在根源上是学问涵养与思想情操的自然流露，从晋人所擅的草体、盛行的尺牍
来看，晋代书法集中表现出的便是神韵潇散、飘逸洒脱的书风。唐代书法注重理法，由于过去的书
法家讲究书法的风度及韵味，并未有统一的结构及表现特征，于是迫切需要对书写“矫之以法”，所
以“唐尚法”便是寻找书写规律，追求平正、秩序与理性的美。“宋尚意”是指宋代书风着力于摆脱
规矩、发扬个性，提倡“我书意造本无法”，［1］表现在书法上便是强调“意造”“意趣”，注重表现形
式。元代、明代“尚态”，就是说元、明时期的书法注重临摹，偏重于对字的造型研究，反宋人“意造”
而行，以唐人的笔法，写魏晋人书貌。
梁巘概括出了各代书风的总体特征，虽然有失全面，却大行于世。现今，每每提到唐代书风，我
们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法”，但是，用“尚法”二字简单概括唐代整个书风显然太过单薄，毕竟除唐楷
外，唐的篆、行、草等都在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呈现出了多极发展的态势。特别是唐代草书，注重
线条的流动性、提按的丰富性，以及章法上的疏可跑马、密不透风……这些均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书
写者的激情，因此唐代书风绝不仅止于“尚法”。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如:姜澄清的《中国书法思想史》已注意到了
唐代不同阶段的书法艺术精神的嬗变;陈方既的《中国书法美学思想史》一书中对唐代书法艺术精
神之阶段性嬗变进行了分析;陈振濂主编的《中国书法批评史》一书注意到对传统以“唐尚法”来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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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唐代书艺精神的偏颇之处，提出唐代书艺精神以“法”为主，兼及“意”“神”“情”等审美精神。［2］
不仅如此，尹旭在《唐代书风的两极辉映》中还把唐代书法从传统“尚法”论中突破出来，提出唐代
书法也“尚意”的新观点。①
尹旭把唐楷和“尚法”对应，唐草和“尚意”对应，指出正是二者交相辉映才有了唐代书法的辉
煌。但笔者以为，我们不能孤立地把“尚法”直接与楷书对应，把“尚意”与草书对应，实际上，唐楷
中也有“尚意”的部分，而唐草中也有“尚法”的部分。
二、唐楷与“尚意”
(一)尚意的定义
“尚意”通常指追求意趣而不拘法度，往往我们提到书法尚意，常与宋代联系在一起，这是朱倡
理学所导致的，其中的意义与内涵，包含有四点:一重哲理性，二重书卷气，三重风格化，四重意境表
现。被列为“宋四家”之一的苏东坡曾说:“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3］同为“宋四家”
之一的黄庭坚提到:“老夫之书，本无法也，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
品藻讥弹。”［4］北宋藏书家董逌亦说:“书法贵在得笔意，若拘于法者，正以唐经所传者尔，其于古人
极地不复到也。”［5］综合以上观点，“尚意”往往表现的是不泥古法、提倡适意的艺术主张，所强调的
便是书法创作的个性化和独创性。
(二)尚意在唐楷的体现
要说唐楷，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颜真卿。他传世作品极多，且随着时间推移与书学境界的历
练，字体风格变化极大:从早期用笔沉着雄毅、结体端庄整密、带有楷书整饬特征的《多宝塔》《东方
朔画像赞》，到中期加强腕力、稳健厚重、以形密取气势、不以疏宕取秀逸的《郭家庙碑》《麻姑山仙
坛记》《大唐中兴碑》，再到晚期成熟中加以变化、老辣中加以生机、圆润丰腴中显露豪迈气度的《李
玄靖碑》《颜勤礼碑》《颜氏告身帖》，可见他逐渐在作品中张扬性格、灌注情感，从而跳出整饬的牢
笼，成为书法史上雄秀独出的伟大书家的过程。黄庭坚曾说:“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
气骨，回视欧虞褚薛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6］这样的说
法虽然对初唐四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有些偏颇，但是对于颜真卿楷书的造诣却表述
得十分准确。颜真卿这种超越法度所体现的个性化与独创性，岂不正是“尚意”的体现?
与颜鲁公一样，欧阳询楷书也多呈现不同的风格:《宫醴泉铭》刚劲浑朴、严谨平正而又饱满端
庄;《皇甫诞碑》神采内敛、严整险峭而又方正研润;《虞恭公碑》格韵淳古、笔墨清隽而又雍容匀整
……以上可知欧阳询在满足“至善至美”时代要求的同时，也对艺术审美不断地进行了探寻与探
究。对于“意”的辩证结合，何本安在《欧书三题》一文中说:“法意两彰是难能的。欧以其绝顶天
资，在立法守法中抓住‘法’与‘变’的辩证统一，守法而变，变中立法。”［7］这才使欧书多意态，多意
趣。再从他的《八诀》《三十六法》等书论著作本身来看，书中谈的是章法与结构的法度问题，但实
质上是阐述“斜正如人”的思想:“四面停匀、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
筋骨精神，随其大小。不可头轻尾重，无令左短右长，上称下载，东西映带，气宇融合，精神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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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尹旭在《唐代书风的两极辉映》一书中谈到:“唐代楷书是中国书法史上尚法的极则与典范，唐代狂草则是
中国书法史上尚意的极则与典范，唐代书法对于整个中国书法艺术史、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史的辉煌伟业与彪炳光
焰，即在于将整个中国书法所蕴涵的意、法两极的内在潜力，发挥并完善到了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程度，从而形成
了中国书法史上唯一的一处双峰并峙、两级辉映的艺术奇观。此前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谨严的‘尚法’与如
此癫狂的‘尚意’，更不用说是二美同臻，双奇并至了。”参见尹旭:《唐代书风的两极辉映》，《二十一世纪书法研究
丛书·历史文脉篇》，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 年，第 5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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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8］可见，“斜正如人”是欧阳询的书法理论，又是他的艺术观。① 书法创作不仅需要比例、结体
的流畅协调，更要体现筋骨精神、神采气象，突出其中的审美意义与价值。因此，欧阳询书论法度是
手段，意蕴才是真正目的，由此可见欧体的“尚意”之处。
虞世南在书论《笔髓论》《书旨述》中提出“冲和之美”②的美学理论:“在书法美学领域里，冲和
具有虚灵平和、冲淡蕴藉的品格，它意态静穆、意境深远可见，求之已摇……”［9］显然，“冲和之美”
的理论对“法度”要求比较模糊，对意境、意态却更是看重。不仅如此，虞世南极其关注书家主体精
神，注重发挥“本心”的作用，倡导书法应重视“书意”，而不应着眼于字形。他说:“夫未解书意者，
一点一画皆求象本，乃转自取拙，岂是书邪?”［10］还有诸如“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心为君”“机巧
必须心悟”等，都体现着他对书家运用“心”的作用的提倡与追求。而观虞世南楷书《孔子庙堂碑
文》，正是沉厚淳良、高古静穆之韵味的体现。北宋著作《宣和书谱》中云:“盖世南作字，不择纸笔，
皆能如志。立意沉粹，若登大华。”［11］明代书画家董其昌也说:“虞永兴书，尝自得于‘道’字有悟，
盖于发笔处如抽刀断水，正与颜太师锥画沙、屋漏痕同趣。”［12］可见“尚意”思想影响他的书法，使
他取法于二王的书法而又另创新法，形成了法意双绝的书风。
总而言之，一人之楷有无穷变化，且表面讲法度的书论中更暗示着对主体意识的强调。另一方
面，虽说唐代楷书趋向整饬，书风书论上讲求法度不可否认，但这不仅没有形成千人一面的局面，反
而还使唐楷呈现出一副多姿面貌:欧体险峻、虞体冲和、褚体婉逸、颜体雄伟、柳体劲健……可见，唐
人崇尚法度并未是拘泥于古法不懂变通，这些风格迥异、各具特色而自成一体的书风，在同一时代
同时出现，便是情感波动、情绪跌宕的结果，从某方面而言，也正是抒情尚意的产物。
(三)唐楷尚意书风的成因
1． 书法家的个体性格
虽说唐初楷书为标准符合实用的需要，“尚法”从某一方面而言也有“稳实而利民用”的功能，
但因各人遭遇不同，感受不同，所作书风格面貌更会不同。因此孙过庭说:“质直者则径庭不遒;刚
狠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到迫;狐疑者溺
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赛钝;轻琐者淬于俗吏。斯皆独行之士，偏玩所乖。”［13］
并且就个人而言，同是在“尚法”的楷书中求新意，但时间地点不同，所处心境不同，也能导致
不同风格的产生。孙过庭曾在《书谱》中强调主体的性格、气质将作用于书风的形成:“然消息多
方，性情不一，乍刚柔以合体，忽劳逸而分躯。是知偏工易就，尽善难求。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
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14］
2． 书法艺术的特点与规律
俄国思想家、哲学家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
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同样的
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15］书法的道，便是在于“达其性情，形其哀乐”。这种书法艺术本重抒
情体验的特性，无可厚非是唐楷具有个性化与创造性的根源之一。
古语中还有“物极必反”，放在书法史内在节律上，也同样适用。书法中对“法”极致追求，其规
矩谨严，势必会产生一种相对的反动，便是“意”。正如从时代基本书风来看，唐尚法书风发展到宋
开始追求个人意识;从唐楷来看，当楷书“尚法”的意义达到成熟与巅峰状态时，唐楷也就有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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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周贵清在《水乳交融———唐代书法“尚法”与“尚情”书风辨析》(《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 年第 6 期)一
文中也谈到欧阳询的书法观，由此论证唐代书法“尚法”与“尚情”之间的关系，但对于唐楷与“尚意”，及唐草与“尚
法”的联系则未作展开研究。
虞世南在《笔髓论》第七章中，有对历史书学状况和其时流行的真、行、草诸体技法的精要分析，如正书的
“不疾不徐”，行书的“内悬外拓，环转纤结”，草书的“纵于狂野，不达笔意”等，并提出了以“冲和”为核心的精辟美
学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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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部分。
3． 时代环境与社会背景
由于南北朝时期常年的战乱，南北在地理、文化、生活等环境方面形成的差异，造成了南北书风
不尽相同，北碑刚健丰厚、南帖锦丽妍美。隋书继承了南帖和北碑加以融合，而唐书在结合时代精
神再次创新，从而在汉魏六朝丰富的历史及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展现出独特的创造精神。南北融
汇、刚柔相济的发展趋势从一开始就给了唐楷无限的可能与强大的生命力。整个唐朝时代精神的
丰富多变，影响于书法，就是艺术精神的不断变化，所以呈现出初唐的“尚法”“中和”“风骨”，盛唐
的“自然”“意象”“狂逸”“浑厚”，中唐的“尚实尚俗”“尚奇尚怪”，晚唐的“禅韵”“意趣”。［16］这都
赋予了唐楷“变”的多种可能性。
另一方面，中盛唐时期宗教观念的变化及禅宗的流行，使人的主观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与肯
定。唐朝佛教思想发生了一个本质改变，从探求异邦教主怎样成佛与解释众生，转为思考众生自身
能否得救与如何救赎。此外，禅宗讲究思维的自在开放，以自己的心去洞察并领悟外部世界而不受
成法桎梏。这些观念都充分地肯定了自我意识与创作意识，为唐楷“尚意”书风的形成提供了思想
基础。
但无论如何，唐代以为艺术要“发乎情、止乎于礼”，要求书法“至善”，科举教育制度中的书学
也以实用为目的，要求书写“皆得正详”。这都为楷书的发展套上了紧箍咒。唐楷尚法与楷书的整
饬化都是当时书法的自然发展规律，这是大势所趋，因此唐楷中的“尚意”展示远不比唐草中的“尚
法”展示体现得明显。
三、唐草与“尚法”
(一)尚法的定义
唐人“尚法”，指唐代书法相对来说较为注重点画、章法、结构的法度。特别是唐楷，可以说是
尚法极致，多表现出大小相等、上下齐平、用笔应规入矩的趋势。唐代书法家张怀瓘的书论著作
《论笔十二法》、颜真卿的书学著作《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及欧阳询的结字理论著作《三十六法》
等都对结字、章法等方面做出了全面的论述，而这离不开唐太宗对书学之风的倡导及众多书法家对
楷书的推广。唐初欧、虞、褚、薛四家努力使楷书以一种大众瞩目的新形式登上书坛，颜真卿、柳公
权也后来居上、推陈出新，使整个唐楷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也成为后世习书者汲取艺术养分
的源泉。因此，人们在谈到唐代尚法书风时，最先脱口而出的往往是唐楷。但值得注意的是受“尚
法”书风影响的绝对不止唐楷，率性自由的行草书也渐渐地削弱了晋人书写时擅用侧锋的笔法，继
而转为追求纯中锋的用笔来创作，这从某方面而言也是“尚法”的体现。
(二)尚法在唐草的体现
唐代书法界人才辈出，无论是擅长行书的李世民、虞世南、褚遂良等，还是擅长草书的张芝、张
旭、怀素等，都十分重视楷书的练习与创作。唐代书学理论家韩方明的著作《授笔要说》中提到唐
楷书:“至张旭始弘八法，次演五势，更备九用，则万字无不该于此，墨道之妙，无不由之以成
也。”［17］可见，唐代有“草圣”之称的书法家张旭，他的楷书也是唐人“尚法”的代表，具有代表性的
楷书作品《郎官石柱记》，结构严谨森严、气度雍容平和。也正是因为他扎实的楷书基本功，哪怕酒
醉狂乱，大字写草，也能“笔笔精到，收放有度”，不脱离“法”。颜真卿曾向张旭请教书写的笔法，张
旭以此回答:“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谓口传手授之诀，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
其次在于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纸笔精佳，其次变化适怀，纵舍掣夺，咸有规矩。五者备
矣，然后能齐于古人。”［18］因此张旭在创作书法之时，也十分重视笔法等技巧法度。也正因如此，
《宣和书谱》中对张旭狂草才有这样的评述:“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划不该规矩法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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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张颠不颠是也。”［19］
另一方面，学书历来讲究源流出处，“尚法”除了在书法结体和用笔方面实行了规范化和精微
化，在学书的过程中更表现为积学致远。唐太宗李世民对书法艺术的钟爱和推崇，使得上行下效，
研习王字很快变成了时尚。至中唐盛唐，虽然流行书风开始转向肆意酣畅的狂草，但不能说在作狂
草前所习楷书，或是写狂草时所蕴法度与二王无关。毕竟，初唐“书学”的创立与施行便是从崇尚
二王的法度开始的，而之后的唐人所创造的个性鲜明、各具特色的作品也是以此为基础的。［20］唐代
书法家卢携的《临池诀》中转录了一段张旭对自己学习书法的叙述:“吴郡张旭言:自智永禅师过
江，楷法随渡。智永师乃羲、献之孙，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传陆柬之，陆传其子彦远。彦远，仆
之堂舅，以授余。”［21］可见，张旭学书，仍是师法伯英、二王一脉，并以承袭“二王”为豪。虽然他作
品多呈现出一种逍遥自在、变幻多端的狂草书风，但其实是在仿效伯英的草书的基础上，注重字字
有法，再加以创造的，由此可看出他草书的“尚法”。
与张旭一样，怀素的书作也很多都是酒后之作，虽狂放不羁，但随性却不随意。他的狂草虽被
形容为“疾风骤雨”，但却是在熟练掌握法度技巧的基础上，再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豪情万丈。
米芾平时谈论书法的书籍《海岳名言》中提到:“怀素书如壮士拔剑，神采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
节。”［22］看他的《自叙帖》，虽豁达倜傥、豪气满怀，但并未进入肆狂的精神状态，笔笔中锋，线条圆
转畅达，就算看似随意，但却将笔力做到了如锥行于沙。从怀素晚年的《草书千字文》来看，呈现出
的是一副不急不躁、清逸古雅的气调，文征明称此帖:“应规入矩，一笔不苟，可谓平淡天成。”［23］文
嘉称此帖:“笔法谨密，字字用意，脱去狂怪怒之习，而专趋于平淡古雅。”［24］可知，怀素草书看似漫
不经心，实则笔笔合于法度。而从积学致远而言，怀素狂草依旧离不开二王的法度。他通过颜鲁公
向张旭学习，不可能不涉及到对二王等魏晋书法的学习。唐末画僧、诗僧贯休《观怀素草书歌》说:
“固宜须冷笑逸少，争得不心醉伯英。”［25］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怀素论书贴跋》也谈到:“怀素书
所以妙者，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故也。”［26］可见其取法二王，法度具备。［27］
(三)唐草尚法的原因
1． 书法艺术的特点
孙过庭在他的书法理论著作《书谱》中曾提到:“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
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
文。”［28］可见，楷书与草书一定层面上是互补的，任何一方想要达到至臻至善，都必须以另一门书艺
的精通为前提。唐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全能型书家，既能书最工整的楷书，又能写最狂放的草书，便
是这一点的证明。像“初唐四家”欧、虞、褚、薛，及颜、柳、李，包括之后有“狂素颠旭”之称的怀、张，
都是用楷书章法来书写行草书，不论是从形、质的角度还是从构、律的角度，他们点画尽管会奔放肆
意，却仍然遵守其“法”;不论笔划长、短还是偏旁宽、窄，他们结体线条尽管率性自由，造型姿态总
会得体匀美。在书法创作中始终兼顾着灵动与严整———这种严谨的“法”无形地寓于创作之中。
2． 时代精神的外化
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史著作《艺术哲学》中谈到:“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
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格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
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29］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也曾说:“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
者，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酞，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30］可见，艺术文化精神是时代精
神的外化，书法艺术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该时代独特的审美、思想、精神特征及风尚。
唐代书法创作初期，“尚法”的泛化笼罩书坛，“中和”之美也异化为“法”的代名词，所以在唐
代草书也显现出这种“尚法”的时代精神也不足为奇。无论是张旭还是怀素，都是“动中寓静，静中
寓动，动不失规矩，静不失之变化，欹无不可，正无不可，完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31］其实，注
重法度与创造新书体及风格本就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现如今我们常常提到的文化创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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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必须要尊重文化的本源，欧阳询在《用笔论》中说:“书法者，书而有法之谓也。”［32］唐代草书应
是激情和法度的协调，情感和理智的融合，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所以才有“张颠不颠”“醉素不醉”。
3． 禅僧写草背后的道与法
虽说中盛唐时期宗教观念的变化及禅宗的流行，直接推动了书家作草，但是从禅宗目的上来
说，草书也是为了“法”。我们发现，狂草的书写者多为僧人，中晚唐时期，出现了以怀素为首，还有
高闲、彦修、压栖、献上人、修上人、贯休、梦龟、景云、文楚等的草书代表书家。［33］《六祖坛经》中说:
“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这是说修禅的人必须处在各种
杂念、幻象之中而不为这些杂念和幻象所干扰，不失本心，于是最容易表达自然之情的狂草在僧人
眼里，就变成了修习的方式之一。这点就如宗炳的“卧游”，“卧”的姿态不利于守住精神，如果能在
卧中守住精神，便可更好地养生，这是一种事半功倍的方式，所以卧态难守，才选择卧;狂草难静，所
以选择狂。熊秉明也说，禅僧的狂草，是“棒喝顿悟式的活动，利剑一斩，妄念俱绝，是直截了当的
当下表现，这一种书法的最高境界就是禅境”。“把写字当作佛性的直接表现，和担水砍柴相同，是
一种机锋妙道。”［34］由上可以看出，草书的特性与禅宗之法有众多的契合点，我们往往只见“喜怒
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35］却忽略了禅僧写草
流行背后是为了守住禅宗的道与法。
综上所述，唐草与“法”联系紧密，不可分割，且从另一角度而言，唐草虽多狂肆，但却也比不过
晚明受心性论和商业化影响下浪漫主义书风的复杂多变，这或许也是因为唐草的“尚法”所致。楷
与草，“尚法”与“尚意”是两个问题，不能断章取义地直接把“尚法”与唐楷对应，“尚意”与唐草对
应，因为唐楷里有“尚意”的部分，唐草中更有“尚法”的部分。“尚法”，某种程度而言，是对书法技
法的完善，而并非是以苛刻的“法度”去拘束书者的创作形式与情感表达。恰恰相反，“尚法”倡导
的是在有法的基础上去发掘独特的美学韵味，抒发内心最真挚的感受。欧阳询《用笔论》中言:“书
法者，书而有法之谓也。”对“尚法”的重视其实正是为了能更好地“尚意”，因此草书在尚法的唐代
流行并不突兀，而是时代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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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ic Conception”and“Obeying the Ｒules”Styles of
Calligraphy in the Tang Dynasty
QIAN Chen－xiang
(Art College，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Tang－dynasty calligraph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alligraphic art in history．
The phrase“obeying the rules of the Tang dynasty”is to say that the general trend of Tang－dynasty calligraphy was to place
importance on obeying the rules． “Artistic conception”usually refers to the pursuit of artistic interest and freedom from
rules，often associated with Song dynasty calligraphy． However，calligraphy from the Tang dynasty often has beauty within
rationality and beauty within uniqueness，draw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and embodiment of inner artistic law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alligraphy as well as being the result of joint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deological cultures． Famous works from Tang－
dynasty calligraphers show us that those using Tang－dynasty regular script placed great importance on the composition of
characters and techniques of the art，while also presenting different styles． Tang－dynasty cursive script was bold and uncon-
strained，while also behaving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calligraphy． Therefore，“obeying the rules”did not mean sticking to
the old rules． To some extent，the practice of“obeying the rules”calle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alligraphic skills while re-
flecting the unique meaning of existing rules and thus becoming a product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instead of constraining
calligraphers to rules．
Keywords:Tang dynasty calligraphy，artistic conception，obeying the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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